
燕京社会学派因何独特?
———以费孝通《江村经济》为例

张 静

提要: 本文以《江村经济》为例，回答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第一，农工混
合是一种独特的中国道路“模式”，还是历史条件限定下的经济形态? 第二，
燕京社会学派的真正角色，是否是提出这一“本土模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
本文指出，农工混合的经济形态与一系列社会基础条件的状况有关，《江村
经济》采用当时国际社科学界公认的分析逻辑，开启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治学
的方式来认识中国的经验现实。故燕京学派作为社会学群体的角色，以现代
社会学及人类学在中国的开创建设来概括更准确。其主要特点与其说是本
土化道路的提出，不如说是研究角色、议题、方法及目标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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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先生的著作《江村经济》，被称为三十年代燕京社会学派的

代表作。其令人深思之处在于，当时提出的问题在今天讨论仍未结束，

这就是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形态何以在中国存在?

《江村经济》试图证明，中国乡村的经济结构不是纯粹的农业土地

经济，而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即分散于农户的手工业和农

业相互配合的经济形态。农户把丝织作为副业，可紧可松，随做随置，

这样灵活利用了农闲时间，补充了农业收入的不足。如果不是这一补

充增加了收入，单靠农业生产，农民无法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更不可

能养得起地主阶级并支撑起三十年代城市消费的繁荣。
有评论者由此看出了“不同发展模式”，提出如下问题: 为什么中

国乡土工业没有走西方的道路———它不是以更有效率的集中生产方式

呈现，而是以分散的形式，存在于乡村农户 ( 甘阳，1994 ) ? 这样的提

问，不是始于对实践本身深究缘由，而是来自对立模式的预设———集中

化的工业形态与分散化的工农混合形态两个模式的差异，类似于现代

与传统的对设，目标在于指出中国的特殊模式，说明西方式的工业化道

路在中国乡土社会不能成立。
但这似乎并非是《江村经济》的原意，而更像是后来的学者基于模

式建构意图施加的过度演绎。因为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特别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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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机械化丝织业的冲击使得乡村原本发达的分散丝织业处于不利的

竞争地位，甚至被逐渐摧毁。如果工业化的集中生产在中国无法成立，

为何 20 年代以来，江浙地区缫丝业纷纷实现了机器生产( 刘扶英、俞

敏敏，2015) ? 如果有规模的缫丝工业根本无法立脚，那么费孝通观察

到的它对“乡村经济形态的巨大冲击”从何而来?

来自于模式对立预设的提问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使用这一对立

预设的目标是学术政治竞争还是学术研究竞争。指出这两个“竞争”是

对于研究目标的必要识别: 一个关注学术地位，一个关注事实知识。在

研究工作中，这两个目标常常容易混淆，但是它们有本质区别。这一区

别事关两个重要认识: 第一，农工混合经济形态是一种独特的道路“模

式”，还是历史条件限定下的经济形态? 第二，燕京社会学派的真正角

色，是否是提出这一“本土模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 如果不是为了独特

的模式地位，而是基于事实提供认识，那么“农工混合经济形态”为中国

乡村社会所“特有”( 的道路) ，这一结论就不一定可靠，因为很多国家在

其工业化进程中都出现了这种经济形态。即使现在，不少工业化国家和

地区仍然保留了部分混合经济形态。如果这一现象是不少国家和地区存

在的事实，就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它们为何是中国特有的“道路”模式。

一、经济形态之社会基础

我们不妨回到江村的具体案例中来观察当时的一些基础性要件，

看看混合经济形态为何存在。在技术方面，比如电力，当时江村是否有

充足的电力设备可以支撑纺织机械的集中运转? 比如交通，江村的交

通方式和工具是否可以支持大批量产品和纺织机械的运输? 更重要的

是公共制度对生产活动的无形组织化，比如商业经纪体制，江村是否存

在大量的经纪商，以满足生产方和需求方的连接需要? 比如金融体系，

江村农户是否可能通过信贷支撑，扩大生产规模? 比如信用体系，当地

是否存在公共信用的控制体系，用以降低违约的风险? 还比如土地买

卖、人员流动、信息共享等制度，是有利还是不利于集中工业的出现?

这些条件作为经济发展的环境，制约着经济形态，因为经济属于合

作性活动，它本质上依赖人类的社会组织化进程，并随着组织关系的变

迁而发展。费孝通看到了组织关系变迁问题，他在《江村经济》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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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乡村工业的改造转化，不仅仅是一系列技术改进问题，而且是一系

列社会重组( social reorganization) 过程。
社会重组相当于社会关系的再造。但如果系统重组的条件尚不能

具备，经济活动会主动寻找已有的、方便的形式，即经济学语言中交易

成本最低的方式，形成相对适应的形态。比如，如果信息共享和信用控

制的公共体系未建立，经济活动自然会借用传统社会关系的支持，因为

在这种关系里，最容易得到信息、承担、合作和忠诚，可以以人际信用来

降低卸责和欺诈的风险。作为一种非正式组织关系，乡土社会的人际

关系和正式的雇佣关系( 比如合约制) 作用类似，它们都能保护经济活

动的顺利开展，降低合作风险。
农工混合与集中的工业形态存在区别，但它们是不能合流的两个

道路方向，还是一个方向上的不同阶段? 这需要谨慎回答。即使不考

虑产品的性质( 一些适合集中生产，另一些适合分散在家户作业) ，也

很难忽略这一条件: 所有的经济活动都需要一些基本要素———可称其

为“社会基础设施”———作为支撑才可能运行。比如信用关系作为基

础设施所具有的保护作用: 在工厂使用合约，在乡村使用关系，方式虽

然不同，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相同: 增强确定性。经济活动采取哪种形

态，取决于一系列社会基础条件的变化。如果不是历史地看这些基础

条件对于经济形态的限定，怎么能确定，哪种情况是长远的道路模式，

哪种情况是暂时适应的结果? 对于道路“迥然不同”的过度强调，可能

使我们忽略各种社会解决生存问题的一般性内容: 它们都要完成养育

人民，创造盈余的任务( 伍斯德，2003) 。
为什么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限定了经济形态，使之呈现“农工混

合”方式? 原因是农民没有真正离开乡间共同体。无论是务工还是务

农，他们都还生活在原有社会组织中，这些社会关系中存在的互惠责任、
道德原则和信用监督机制，成为经济活动可依赖的制度环境。对经济活

动来说，正式合约与人际关系本质上都是一种责任约束体系，二者都包

含奖励和处罚，以明文声称或潜在意会的方式来规范有关各方的行为。
比如，正式合约用抵押、奖金及人事处罚等方式来抵抗违约行为，而人际

关系用不再分享信息和机会、闲话、疏远乃至孤立来抵抗不负责行为。
显然，经济活动采取什么形态和社会基础制度有关，也在改变着社

会关系。比如在当今社会中，当人员高度流动、代际社会关系发生变

化、儿女养老越来越无法依靠时，社区或国家的公共养老体系就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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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上日程。这说明社会关系发生改变，单单依靠代际关系已经无法约

束年轻人的传统责任。如果说乡土社会农工混合是一个独特道路，就

如同说家庭养老是一个独特道路一样，它们都有“不变”的假设前提:

房产等经济要素的价值不会变，人口流动不会变，基础性的财富制度比

如土地制度不会改变，与之适应的社会关系不会改变，经济活动的组织

惯例不会改变……但事实证明，无论人们有多么不适应，这些都在经历

改变。所以，农工混合式的分散经营，不过是有效利用已有的社会基础

条件解决剩余短缺问题的适应性结果，但不一定是区别于工业化的另

一道路模式。因为工业化形态源自不同的社会条件，而经济形态会随

着社会条件而变化。人类大量的经验证明，以传统的眼光看，有很多到

来的变迁是不熟悉的，但未知不等于它不会发生。

二、学派之方法论逻辑

如果农工混合的经济形态并非独特，那么燕京学派的贡献是不是

阐明了这一本土化模式? 倘若本土化是指挖掘了本地的研究对象，那

么几乎所有的地区社会学研究都在这么做。事实上，研究工作的特点

正是从不同地点的案例证据中挖掘知识。如果研究了某类社会的特征

就可称本土学派，那么，吉尔茨发现巴厘岛的“地方信仰体系”、斯考特

发现亚洲村社共同体的“集体生存伦理”、艾森斯塔德发现南亚社会的

“庇护关系网结构”这些研究同样是指出了亚洲社会的某种特点，但为

何没有被看成是“南亚本土学派”? 显然，单凭研究地点、使用语言或

者研究者的国籍民族并不能构成一个学派的特征要件，更重要的是看

其是否形成系统的方法论立场( methodological position) ，因为这一立场

为研究者提供了分析逻辑的展开原则。
以《江村经济》为例，可以看出，费孝通的研究依循着当时社会科

学的一般分析逻辑: ( 1) 社会现象描述逻辑: 区别于泛泛的印象谈论和

抒发情感，费孝通运用一系列观察及调查数据客观描述了江村社会的

方方面面，尝试把研究者和研究对象、证据和观点区别开来。( 2) 竞争

冲击分析逻辑: 外来机械化丝织业的冲击，使得江村丝织业处于不利的

竞争位置，分散的副业辅助农业的形态被摧毁: 手工土货的市场让给了

机织洋货，引起了乡村中众多依靠制造土货生存的亦工亦农者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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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土地制度的一些基础性矛盾可能在此冲击下暴露显现。( 3) 均衡

功能分析逻辑: 江村原有的丝织副业弥补了农业产出和剩余的不足，维

护了地租经济的稳定。如果乡村副业的这一功能因素消失，土地分配

关系的平衡可能被打破。( 4) 因果关系分析逻辑: 高效率经济形态，比

如机械化丝织业，对低效率的手工丝织业等经济形态构成摧毁性威胁。
( 5) 制度条件分析逻辑: 如果地租分配制度不变，在现有情况下，同时

养活地主和农民并避免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惟有再兴乡村丝织副业来

补贴农户收入才有可能。
这几个方面显示，《江村经济》的分析逻辑采用了当时社会科学界

认同的方法论立场，而不是脱离或者颠覆它们。即使是“乡土社会”这

一概念，也是运用类型比较的结果，而类型比较也是社会科学常用的分

析方法之一。费孝通在 1985 年提到，自己的认识来源受到《四千年农

夫: 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 金，2011) 著作的影响，他坦陈是这

本书引导他得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是“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在这

个意义上，乡土社会之所以“特有”，是和先工业化社会比较的结果。
但比较得以进行，必定要依赖类型划分，因而费孝通指出，中国的特点

并不是处理互不相干的现象，相反，是采用一系列学界通用的分析工具

去认识不同对象的特点( Nathan，1993) 。他经过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

比如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结构等能够被不同文化及社会的学者所理

解，不在于观点的差异———寻找差异特点正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而

在于得出这些不同观点所使用的一致方法论立场: 社会科学专家共享

的类别划分、概念工具以及分析逻辑。
如此，所谓学派，或中国学派的修成，关键并不在参与者的国籍、使

用语言、研究对象、研究结论及目标理想的一致，而在于系统的方法论

逻辑不同于其他学派，而且其分析效力得到了大量工作的证实。以此

为标准，燕京社会学派使用的方法论虽然还称不上系统全面，但相对于

当时的国际社会科学主流立场而言，它并非独特的，而是一脉相承的。

三、燕京学派之独特性

那么燕京社会学派的独特性在哪里? 它相对于什么而独特? 如果

《江村经济》是燕京学派的代表作，那么它显示了当时中国学者不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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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问学尝试: 试图运用和国际学界共享的类别逻辑和分析框架来

认识中国社会。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明确意识到了自己作为“社会

科学工作者”的角色，他说，“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

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

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它制度联系起来分析，

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 费孝通，2012 /
1939: 24) 。他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研究需要承担新角色、提出新问题。

在今天看来这虽不稀奇，但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学问或者派别，以

与民众平等的态度系统地采用经验研究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现象。之

前的中国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精英和君臣的思想及其历史实践，较少真

正触及基层社会现实，其方法主要是考据、解说、抒意、策论和颂圣，其

目标主要在正当性论述、例规引领或者奏折，其价值在以史为鉴提示世

人，其角色是教化劝导君臣和大众。但燕京社会学派的工作显然不同

于此，从潘光旦、费孝通、吴文藻、杨庆堃、林耀华、瞿同祖等一批学者的

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不同。他们的工作显然有别于从前的目

标和方法，其所使用的概念逻辑体系也有意识地不同于传统治学。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角色来工作，是燕京学者偶然的相似，还是

意识清楚的作为? 观燕京学派的目标阐述可证。1940 年，吴文藻在

《社会学丛刊·总序》中提出了“燕京学派”的方法论立场: “以科学假

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 理论与事实糅合一

起，获得一种新综合”。他建议的研究假设为: “现代社区的核心为文

化，文化的单位为制度，制度的运用为功能”。因此，“社区”、“文化”、
“制度”及“功能”，构成了燕京社会学作为学派的“概念格局”( 转引自

胡炼刚，2011) 。这些东西显然有别于从前中国学者治学的概念体系。
而为后人传颂的，吴文藻先生致力的“社会学中国化”工作，一般指的

是他主张社会学采用中文教材，培养中国人才，研究中国社区。这三点

实际上都是为社会学在中国开展的必备建设，但它们是否属于“中国

化”，还要深究教材参考什么资料写成，培养什么角色之人才，以及使

用什么逻辑进行研究才能得出清楚的答案。
所以，燕京学派的工作，可以更准确地定位为现代社会学在中国的

开创建设，他们开启了新的、专业的社会研究。其主要特点与其说是本

土化道路的提出，不如说是研究角色、议题、方法及目标的转换: 在角色

方面，不再是作为帝师或教化者存在，而是社会科学研究者; 在议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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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不再面向统治学说，而是面向它的行为及后果展现; 在方法方面，不

再采用考据、解说、疏意、策论和颂圣，而是采用国际专业领域共享的分

析逻辑和原则; 在目标方面，不再是正当性论述、例规引领，而是描述、
解释、评估影响及预测未来趋势。

燕京社会学派的这些努力虽还不够系统，但有重大意义，它意味着

不同以往的专业性标准开启，一种新的群体角色出现。这一群体角色

的“独特性”是相对于从前而言的。在此之前，社会研究并非这样进

行，研究者的角色也并非如此立基。这不是说之前的传统社会研究缺

少用处，事实上中国一些深厚的社会历史研究很有价值，而是说仅仅通

过一种历史借鉴、情怀舒展、教化君臣和大众，或者以居高临下的统治

者、劳心者立场来认识社会是不足够的，还需要引入其他的焦点目标。
理解社会及文化的历史变迁和现代转型，需要比较性的分析、多元视角

的关照、宏观进程的探索、客观事实的证实以及系统的方法论，我们称

之为专业性的工作。
这样的角色在近代中国出现，第一代社会学者群体中的燕京学派，

费先生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代表。他及他们那一代学者，尝试以新的角

色———具有现代眼光、贴近现实的专业研究者———来工作，给中国社会

学及人类学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和思想。燕京社会学派的这一独

特角色，不仅使社会科学经验研究在中国落了地，而且使中国社会研究

汇入世界社会学及人类学，并赢得了国际学界的广泛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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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morating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Fei Xiaotong's Jiangcun Ｒesearch

Field Ｒesearch in Jiangcun Village: Culture consciousness and sinic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Zhou Xiaohong 1……………………………………

Abstract: Fei's research in Jiangcun Village has not only facilitated the historic
transcendence over the civil-savage distinction in modern anthropology， but also
advanced the sinicization of sociology，anthropolog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general． Both
achievements are highly relevant to the“culture consciousness”that Fei developed at
his early age and further advocated in his later years． In terms of the transcendence over
the civil and the savage，Fei demonstrated an insight into the civilized society where he
has lived，thanks to his study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his good command of modern
social theories established by the western academia． These enabled him to detach from
the culture of his own and locate familiar settings in the etic position． As for the
sinicization of western social sciences，it was only possible because he well understood
his own culture and took the emic stand to interpret his own society． Despite that he
borrowed theories from the West，he was always well aware of their limitations． Culture
consciousness developed by Fei endows researchers to switch between diverse cultural
settings and contribute to Chinese research from western approaches．

What Makes a Unique Peking Sociology? Fei Xiaotong's Peasant Life in
China as an Example Zhang Jing 24……………………………………

Abstract: Taking Peasant Life in China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answers two related
questions． Firstly，is the mixture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a unique model of the
Chinese practice，or an economic form constrained by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Secondly，is it the role of the Peking Sociology to introduce such localized model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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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economic form of a mixed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is related to a series of fundamental social conditions． Peasant Life in
China utilized a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analytical logic to understand the realities of
China，which differs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cholarship． Thus，the role of the
Peking sociology is to initiate and develop modern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China．
Ｒather than introducing localized practice，the main feature of Peking Sociology is a
transition of the role，topics，methods，and goals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Looking for an Alternative Path for Modernity: Fei Dasheng's social
experiment in the 1930 － 40s Jin Yihong ＆ Yang Di 31………………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esents Fei Dasheng as a social reformer rather than a
technologist． It was she who started the movements of “spreading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to the farmers”and“sending industry to the countryside”． She was also the
first reformer who attempted to introduce the principle of cooperative management as a
social experiment into China's rural economy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modernizing the technology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rural managemen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Fei Dasheng's pursuit of an alternative rural modernity by starting a rural-
based industry，using rural coope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to fight against capital，
and rooting out for women in the production system of the modern economy．

PAPEＲ

Does the School Cutoff Date Cause Disadvantage for Children Born in July
and August? Zhang Chunni ＆ Xie Yu 54………………………………

Abstract: Compulsory education usually specifies a cutoff date regulating the timing of
entry to elementary school． Existing litera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has found
that children who are born just before the cutoff date are disadvantaged in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has formalized this phenomenon as the age position effect． A recent study
of Liu and Li also reported similar findings for China． Our study，however，challenged Liu
and Li's findings by examining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birth months on socioeconomic
attainment and the compliance rate regarding the cutoff date． Using 2005 mini-census data
and the 1992 Child Condition Survey，we found a significant variation of socioeconomic
achievement by birth month in adulthood in ways that differ from those reported by Liu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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